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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约束视角下江西省区域 

工业环境技术效率与环境协调性演变研究 

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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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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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财经大学   a.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b.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 要】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对江西省11 个地级市2001-2014年工业环境技术效

率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各区域工业生产与环境协调性的动态演变。结论如下： （1） 2001-2014 年江

西省11 个地级市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整体上呈现出“N”型的波动性趋势走向，整体状况并不理想，部分地区的工业

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具有可持续性。（2）南昌、上饶和九江在各个转型期的技术效率都在不断地进步，景

德镇、新余、赣州和宜春的排名不断下降，整个研究期内达到生产前沿面上的最佳实践地区较少。（3） 整体上看，

工业与环境的协调性发展不断优化演变，赣北地区优于赣南地区，尤其“十二五”以来，环境技术效率整体上改善

明显，效果显著。江西省整体仍需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工业布局，积极促进产业升级，推进各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共

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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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评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断涌现，成为当前议论的热点。研究显示，改革开放期间只占全

国40.1%的工业GDP 消耗了全国67.9%的能源，排放出83.1%的二氧化碳，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的

特征，工业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焦点（陈诗一，2009；王兵等，2015；朱智洺等，2015）。[1-3]据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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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都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的约束性指标，加快“两型”社会

的建设，形成和谐发展建设的新格局。因此，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对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其环境协调性进行全面分析，转变

工业发展格局，提高环境技术效率，已成为当前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外学者对把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效率测度的研究较早，Pittman （1983） 首次尝试把废水和废气作为非合意产

出引入效率评价框架，测度了美国Wisconsin 造纸企业污染控制行为对效率的影响。[4]Chung 等（1997） 在谢泼德距离函数基

础上首次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法构建指数测度生产率增长，该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考虑环境因素时的效率评价问题，引发了众多

学者对该方法的深入探究借鉴和应用。[5]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也做了大量研究。如

杨俊等（2009） 利用1998-2007 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采用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生产率指数，重新估计了各个省份ML 生产率

指数及其分解，并实证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得出技术进步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这一结论。[6]沈能（2012） 基于产出不同的

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指数作为产业绩效的代理指标，考察在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状况，然后运

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槛回归方法，采用2001-2010 年我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对环境效率影响的行业差异进行

了实证检验。[7]汪成等（2015） 采用1998-2011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 模型对中国30 个省份的环境技术效率进行

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收敛模型对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收敛检验。[8]可以发现，现有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全国或者省份尺度上，少有在地市区域尺度上进行深入探讨，对聚焦于某一省份地域内各区域工业与环境的发展研究缺乏借鉴。 

江西省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之一，目前处于工业化进程加快的阶段，也面临着省内各区域工业结构不尽合理，

工业能源消耗带来的固体废弃物、SO2 和CO2 等污染物日趋严重，导致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基于此，

本文在环境约束视角下，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江西省11 个地级市的工业环境技术效率进行测算，探讨各区域工业与环境协

调性的动态演变，为推进各区域工业增长与环境协调性发展、各区域工业结构转型和技术进步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环境技术 

工业生产在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中，不把污染物纳入效率计算的范畴，但随着经济的高额投入要求高回报“好”产出的同

时，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等“坏”产出，影响生产效率。Fare 等（2007） 将包括“坏”产品在内的产出与要素资源投

入之间的技术结构关系称为环境技术。[9]构造了环境技术函数表达式： 

 

鉴于此，本文把江西省每一个地级市看作一个生产决策单元D(d=1，2，„，D)来构造生产前沿面，假定各地级市使用N种要

素投入
N

n Rxxx  ),( 21 ， ，生产出F 种期望产出
F

n Ryyy  ),( 21 ， ，Q 种非期望产出
Q

n Rwww  ),( 21 ， 。

生产可能性集P(x)有四个特性：联合弱可处置性、零结合性、期望产出的强处置性以及投入和期望产出可自由处置性。运用DEA 

方法，构造满足上述性质的环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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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z 表示第d 个地级市t 期的权重。
t

dz 》0即规模报酬不变的状态（刘伟明等，2012）。[10] 

（二） 环境技术效率和方向性距离函数（DDF） 

环境技术是衡量效率的基础，为了计算环境管制下的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我们还需要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即期望产出增长

的同时非期望产出减少（王兵等，2011；吕光桦等，2011）。
[11-12]

根据Luen-berger短缺函数思想，设定方向向量 ),( by ggg  ，

构建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及相应的技术效率函数： 

 

其中，β 就是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最大可能数量。由公式可知，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不仅取决于投入产出值

),,( ttt bxy ，还取决于方向向量g。基于此，环境技术效率为实际期望产出量与环境技术结构下的前沿产出量的比率： 

 

本文采用Chung 等（1997） 定义的Malmguist-Luenberger 方法，将方向向量确定为 ),( ttt wyg  。[5]其经济含义是工

业生产的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在现有基础上比例性增减，通过线性规划计算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涂正革，2008）。[13]生产

者 ),,( '''

t

d

t

d

t

d
wxyd 在上述构造的环境技术 )( tt xP 下的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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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江西省11 个地级市2001-2014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统计口径一致性并在借鉴

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选取劳动力、能源消耗、资本投入作为要素投入指标，以工业总产值作为期望产出指标，以固体

废弃物产生量、废水排放量、工业SO2 和CO2 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其中，劳动力采用江西省各区域工业从业人员年平

均人数表示，单位为万人；能源消耗选取工业主要能源消费量，折合成万吨标准煤；资本投入采用各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

均余额表示，单位为万元；期望产出选取工业总产值，折合到2001 年为基期，单位为万元；非期望产出主要选取了固体废弃物

产生量、废水排放量、工业SO2 和CO2 排放量。与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废水排放量、SO2 等污染指标不同，目前的统计年鉴中

没有直接的CO2 排放数据，本文借鉴已有文献成果的基础上，依据2006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提供的

主要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和碳排放换算公式计算得到江西省各区域的CO2 排放量。对于各指标选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及具体的

数据处理算法，此处不再赘述，具体可参考涂正革等（2011） 和刘瑞翔等（2012）的研究成果。[14-15] 

本文所有投入产出指标的原始数据及相关数据来自于2002-2015 年《江西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部分数据

基于年鉴数据进行了处理和换算。其中计算能源投入数据和CO2 排放数据的各种系数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三、实证测算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和数据，应用产出导向的规模收益不变（CRS） DEA 模型，本文对2001-2014年江西省11 个地级市的工

业环境技术效率进行实证测算，综合分析了11 个地级市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并对其与环境的协调性发展状况进行了动态的研究，

对于提高环境技术效率、协调工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环境技术效率分析 

从2001-2014 年江西省11 个地级市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测算结果可以发现（见表1），江西省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整体上呈现

出“N”型的趋势走向，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5 年，环境技术效率均值从2001 年的0.7248 上升到2005 年

的0.8157，累计提高了0.0909；第二阶段为2005-2011 年，均值从2005 年的0.8157 波动性地下降到2011 年的0.7077，累计下

降了0.108。这一阶段，江西省在全面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没有采用与自身经济发展环境相匹配的最佳实践技术来从事工

业生产活动，导致环境技术效率下降，波动性较大（杨文举，2015）。[16]第三阶段为2011-2014 年，从2011 年的0.7077 上升

到2014 年的0.8833，该阶段主要得益于江西省“十二五”再次明确环境约束性指标，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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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也得益于2014 年江西省全境纳入国家“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这一时期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

侧面也体现出地区工业结构发展逐渐趋向于合理化。总体而言，整个研究期内的技术效率值离生产前沿面上还有一定的距离，

说明江西省各区域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提升潜力还很大，转变各地区工业发展的方式空间巨大。具体来看，2001-2014 年各地区

技术效率平均排名最低的三个市分别是：萍乡、鹰潭和景德镇，这三个城市一直是江西省重要的工业城市，工业的大力发展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忽略了与环境的兼顾，近年来江西省大力重视生态文明的发展，使三市在2012 年以后环境技术效率有所上升，

逐渐致力于改善的状态。南昌、吉安、上饶和九江整个时期的工业环境技术效率都比较高，且呈波动性上升，整体上多次达到

生产前沿面上。这归因于四个城市都是生态发展较好的城市，环境的发展是重要着力点，尤其是近年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四

个城市旅游业发展昌盛，环境重视力度逐年加大，工业生产严格要求与环境共同发展，所以这四个城市的环境技术效率都较高。

而其余地区呈现出波动性走向特征。 

 

（二） 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排名分析 

对各个时期江西省各地区工业环境技术效率进行排名，以此揭示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的动态变化特征，能直观地了解各地

区的工业发展差距，研究发展是否兼顾环境。如表2 所示，各地区整体上在2001-2014 年间的平均技术效率由高到底依次是南

昌、抚州、吉安、赣州、上饶、九江、宜春、新余、景德镇、鹰潭和萍乡。其中，南昌、上饶和九江在各个转型期的技术效率

都在不断地进步，南昌是江西的省会城市，2009 年成为首批低碳试点城市，2014 年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南昌近十年的发展，

不仅注重经济，更注重生态环境，所以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很高，与环境的协调性发展最好。抚州的工业发展较少，污染少，空

气质量好，环境自身净化能力强，从而工业与环境的协调性也较好。而景德镇、新余、赣州和宜春的排名不断下降，尤其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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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新余，分别从第1 名下降到第7 名和从第4 名下降到第8 名，说明两地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后期，过于专注经济的高速

发展，而忽略了环境的保护。新余在转变为工业城市后，经济高速增长，环境质量却逐年下降，工业的发展严重威胁到了环境

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迫切需要转变观念，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推进协调性发展。整体上，江西省11 个地级市之间的

工业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地区间发展与环境协调性不平衡现象严重。 

 

（三） 生产前沿面上最佳实践地区 

探讨各个时期处于生产前沿面上的地区，能看出各区域工业技术和结构的发展演变，可以有选择地推动潜力地区技术进步

和创新。本文对各时间段构成工业环境技术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最佳实践者”进行了整理归纳，具体分布如表3 所示。 

 

从表3 中可以看出，整个研究期内在环境约束下构成生产前沿面上的最佳实践地区还较少。达到生产前沿面的次数最多的

南昌也只有4 次，其余地区都只有2-3 次，主要归因于江西省是历史红色革命老区，经济的发展比较缓慢，一直到近年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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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及省政府一系列经济支持发展政策的出台，江西省才逐渐注重工业与环境的协调性发展要求。具体来看，赣州、吉安和宜春

在“十五”、“十一五”以及正在进入尾声的“十二五”三个时期内都有在生产前沿面上，说明这三个地区在整个区域中工业

生产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协调性较好。景德镇、萍乡、新余和鹰潭的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在2001-2014 年内没有一次达到生

产前沿面，说明这四个地区的能源消耗带动环境污染严重，工业结构不合理，迫切需要加大改善的力度。总体而言，处于生产

前沿面上的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在近年来有所提升，2011-2014 年期间，大部分区域的工业环境技术效率都有达到过生产前沿面

上，但要全面提高各区域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建设“两型”社会，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依旧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建

议可以有选择地让工业结构发展好的地区带动发展欠合理的地区共同提升。 

（四） 环境技术效率与环境协调性的演变 

工业的发展，多数伴随着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之间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长此以往，会导致区域经济难以可持续地发展。

涂正革（2008） 根据环境技术效率的高低来判断各区域环境和工业之间的协调状况。[13]本文在借鉴其划分的基础上，兼顾到数

据的划分能均衡地反映出各地区在各转型期的动态发展演变，并参考已有关于全国各省域工业技术效率平均值的研究，根据等

间距法设定以下评判标准：如果工业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取值小于0.70，则定义该地区为“工业与环境不协调发展地区”。若环

境技术效率在（0.70-0.80] 之间， 则为“工业与环境较不协调发展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在（0.80-0.90] 之间为“工业与环

境较协调发展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值在（0.90-1.00] 之间，则为“工业与环境高度协调发展地区”。下面基于该评判标准，

利用工业环境技术效率，考察江西省11 个地级市在2001-2014 年间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性动态演变。 

从研究期整体空间上看，2001-2014 年江西省各个区域工业生产与环境协调性变化分布为：“工业与环境不协调发展地区”

有景德镇、萍乡和鹰潭。“工业与环境较不协调发展地区”有新余。“工业与环境较协调发展地区”有九江、南昌、宜春、上

饶、抚州、吉安和赣州。“十五”到“十一五”期间，从“工业与环境较不协调发展地区”演变到“工业与环境较协调发展地

区”的有抚州。从“工业与环境较不协调发展地区”演变到“工业与环境高度协调发展地区”有南昌。协调性退化的地区有九

江、新余、赣州和宜春。协调性没有发生改变的地区有景德镇、萍乡、吉安、鹰潭和上饶。“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从

“工业与环境不协调发展的地区”演变到“工业与环境较不协调发展地区”有新余和鹰潭。从“工业与环境较不协调发展地区”

演变到“工业与环境较协调发展地区”有宜春和赣州。从“工业与环境较协调发展地区”演变到“工业与环境高度协调发展地

区”有吉安和抚州。从“工业与环境较不协调发展地区”演变到“工业与环境高度协调发展地区”有九江和上饶。说明十二五

以来，这两个地区高度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发展，实现跳跃式发展。协调性没有发生改变的地区有南昌、景德镇和萍乡。 

从“十五”到“十一五”再到“十二五”江西省各区域整体动态演变来看，工业与环境的协调性发展呈现出整体上不断优

化演变的分布格局，其中赣北地区优于赣南地区，环境技术效率整体上不断改善，效果较好。这得益于“十一五”和“十二五”

时期各地政府、企业和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人们环境理念的提高，技术的进步，环境规制标准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工业发

展和环境的协调能力正在逐步增强（屈小娥，2014）。[17]但从侧面也反映出江西省整体的经济、资源和环境发展的协调性存在

一定程度的失衡，各区域间差距较大。如要提高整个江西省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加快建设“两型”社会，促进各区域整体的经

济协调性发展，还需积极转变工业发展格局，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DDF 的分析方法，对江西省11 个地级市2001-2014 年工业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各区域

工业生产与环境协调性的动态演变，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2001-2014 年江西省11 个地级市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整体上呈现出“N”型的波动性趋势走向，整个研究期内的技术

效率值都没有达到生产前沿面上，状况并不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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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地区整体上在2001-2014 年间的平均技术效率排名由高到低依次是南昌、抚州、吉安、赣州、上饶、九江、宜春、

新余、景德镇、鹰潭和萍乡。其中，南昌、上饶和九江在各个转型期的技术效率都在不断地进步，而景德镇、新余、赣州和宜

春的排名不断下降。 

（3） 从“十五”到“十一五”再到“十二五”江西省各区域整体动态演变看，工业与环境的协调性发展整体上不断优化

演变，赣北地区优于赣南地区，尤其是“十二五”以来，环境技术效率整体上改善明显，效果显著。 

通过对2001-2014 年江西省各区域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其与环境的协调性动态演变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归纳出以下政策

建议： 

（1） 部分地区工业与环境存在严重的失衡，一部分源于对环境污染的忽视，一部分源于经济的不合理发展，工业发展结

构不合理，尤其是工业城市，严重忽视与环境的共同发展。为此，要兼顾江西省各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重的规划标准，

全面优化工业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失衡地区工业布局，限制高耗能工业的发展，不断改变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一错误

做法，提高与环境的共同友好发展。 

（2） 对于工业化水平低、地理位置优势明显的生态型城市，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转向第

三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污染少的新兴绿色产业，从而提高该区域的环境技术效率，实现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可以无

形带动周边区域的良好发展，实现可持续的连带发展。 

（3） 要加强环境协调性发展好的地区与失衡地区的合作交流，促进资本、人才和技术的跨区域流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有助于先进技术和绿色技术的转移和扩散（陈黎明等，2015）。[18]同时重点挖掘技术效率提升空间明显的潜力地区，加大对这

些地区的投入和技术创新，以期提高各区域的环境技术效率，实现江西省各区域间工业与环境协调性的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1]陈诗一. 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 经济研究, 2009，(4)：41-55. 

[2]王兵，刘光天. 节能减排与中国绿色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15，(5)：57-69. 

[3]朱智洺，张伟. 碳排放规制下中国主要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与GML 指数模型[J].资源

科学, 2015，(12)：2341-2349. 

[4]Pittman R. W.. Multilateral Productivity Comparison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J]. Economic Journal, 1983, 

93(4): 883-891. 

[5]Chung Y. H., Fare R., Grosskopf S.. 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Management , 1997，51(3)：229-240. 

[6]杨俊, 邵汉华.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增长状况研究———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

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9)：64-78. 

[7]沈能.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

(3)56-68. 



 

 9 

[8]汪成，高红贵. 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的空间收敛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5，(16)：135-137. 

[9]Fare R., Grosskopf S., Carl A. Pasurka.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Environment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J]. Energy, 2007，(32)：1055-1066. 

[10]刘伟明，唐东波. 环境规制、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 产业经济研究, 2012，(5)：28-35. 

[11]王兵，张技辉，张华.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 2011，(4)：31-43. 

[12]吕光桦，等.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资源富集区环境技术效率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1，(18)：91-94. 

[13]涂正革. 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J]. 经济研究, 2008，(2)：93-105. 

[14]涂正革，刘磊珂. 考虑能源、环境因素的中国工业效率评价———基于SBM 模型的省级数据分析[J]. 经济评论,2011，

(2)：55-65. 

[15]刘瑞翔，安同良.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变化趋势与因素分析———基于一种新型生产率指数构建与分解

方法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12，(11)：34-47. 

[16]杨文举. 中国省份工业的环境绩效影响因素———基于跨期DEA-Tobit 模型的经验分析[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5, 17(2)：40-48. 

[17]屈小娥. 中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研究[J]. 经济学家, 2014，(7)：55-65. 

[18]陈黎明，王文平，王斌. “两横三纵”城市化地区的经济效率、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基于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

和合图法的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5，(2)：96-109. 


